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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史学史学科发展问题笔谈

　　【编者按】　新时期以来，我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无论是著 作、论 文 数 量 的 增 加，还 是 学 术 研

究水平的提高，乃至于人才队伍的培养，都显示出繁荣昌盛之象。近期出版的张广智主编《西方史学通史》（六卷本），

可以看做是这一学科繁荣发展的标志性成 果。但 是，如 果 把 这 一 成 果 看 做 一 个 学 科 发 展 新 起 点 的 话，学 科 的 未 来 发

展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重大问题。为了进一步推进中国西方史学史学科的建设和发展，本刊约请站在学科研究前沿

的一些学者，就西方史学史学科的发展问题展开讨论。他们分别从学科的传承和创新、多重视野下的史学史编纂、史

学史研究方向和任务的拓展、对国外史学前沿的关注和把握、拓宽西方史学史研究的跨学科视野、梳理古代史学与学

科发展的关系等方面发表了建设性意见，希望能够引起学界的兴趣和关注。

再出发：中国西方史学史学科的传承与展望

张 广 智

　　灯下，六卷本《西方史学通史》（复旦大学出

版社２０１１年版，以下简称《通史》）首卷封面的克

丽奥女神像映入我的眼帘：身穿红色外衣的克丽

奥楚楚动人，正仰望高空，放眼寰宇，指点人们通

向远方……我凝视女神，她似乎不理会我此刻在

想些什么，也不问一下在《通史》出版之后，关于

西方史学史学科的发展，我最想要说些什么？

不理会也好，不问一下也罢，可 我 却 不 得 不

说，面对悠长的克丽奥之路，《通史》只是长途中

的一个“驿站”，这之后的路还很漫长，任重而道

远，此刻我最想说的是：再出发。
在华夏民族规划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今天，

呼吁人文研究的再出发，乃是时代的诉求，历史

的使命，当下中国历史学的发展也可作如是观。
从学科建设与发展的层面而言，对于中国西方史

学史学科的再出发，亦然。
如何再 出 发？ 对 此，见 仁 见 智，自 不 待 言。

晚近以来，关于史学史研究，特别是中国史学史

的开拓与创新，时贤已有不少论述。个人忝列于

西方史学史研究者的行列中，自然会格外关注这

一学科的发展。在此，这篇小文集中在中国西方

史学史学科的再出发，结合《通史》编纂之心得，
略抒己见，以作引玉之砖。

已走过的路

当下，中国西方史学史学科 的 再 出 发，在 我

看来，首先需要回眸，回顾一下已走过的路，然后

才能找准今后努力的方向，自觉地而不是盲目地

前行。倘缺少了这种对本学科自身的反省意识，
就不可能成为一名自觉的史学史工作者。

在中国，西方史学史学科的 最 初 萌 发，或 许

可以从李大钊在１９２０年撰《史学思想史讲义》起
步，至今已经过去了９０余年。从对西方 史 学 史

这门学科自觉认知的程度而言，我认为这９０多

年的历史经历了 从 不 自 觉—比 较 自 觉—自 觉 这

样一个发展进程。以下略作梳理，看一看前人已

走过的路径。
第一阶 段：从２０世 纪３０年 代 至５０年 代。

此时中国的西方史学史还处在“自在的”阶段，对
这门学科的认识尚不够自觉。

必须指出，中国的中西史学史学科发展进程

不一，后者显然迟缓。自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

究法补编》中明确提出了“史学史的做法”，并为

中国史学史给出了初始方案后，中国史学史的作

品纷出，１９３０年 代 前 后 正 是 中 国 史 学 史 学 科 的

奠立阶段。反观中国的西方史学史学科，此时还

处在摇篮之中。且看同样在１９３０年代前后的情

况：当时有西方史学史之类的译作问世，但还不

见国人自己的著述；在国人编写的“史学概要”之
类书中，有西洋史学之回顾的内容，但内容简略，
难成 系 统；有 学 者 开 设 过 西 洋 史 学 史 一 类 的 课

程，但仅为 个 别，未 成 气 候。１９４０年 代 的 战 乱，

１９５０年代苏联史学理论模式的主宰与对西方文

化的封锁，更使这门学科前进的步伐止步不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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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阶段：１９６０年代前期。此时，我们对西

方史学史这门学科已有了比较自觉的认识，这是

中国的西方史学史学科建立起来的阶段。

６０年 代 初，中 苏 交 恶，“左”倾 思 潮 受 阻，国

门微开，“双百方针”重申，于是在很短的一段时

间内，在国内营造了一种良好的求新务实的学术

氛围。此时，笔 者 正 在 复 旦 大 学 历 史 系 读 三 年

级，对这种学术环境有切身的感受。其 时，科 学

史学思潮的勃发，引发了对历史学自身的反省，
出现了全国性的“史学史热”。必须指出，在中国

史学 史 学 科 的 发 展 史 上，还 从 来 没 有 出 现 过 像

６０年代初的“史学史热”，这种“热”的意义，不仅

大大促进了中国史学史的发展，也催生了西方史

学史这门学科的诞生。从１９６１年文科教材会和

外国史学史教材会议，从那时耿淡如师、齐思和

先生等前辈历史学家为此而作出的努力，从学科

设置到研究生的招生与培养，从西学的译介，更

重要的是对这门学科的重要性与在高等学校历

史系中的地位有了一种比较自觉的认识，这一切

都标明这门学科在我国已初步建立起来了。
第三阶段：１９７８年 改 革 开 放 至 今。晚 近３０

多年来，中国的西方史学史学科发展迅猛，步入

了“快车道”，终于从“自在的”阶段进入“自为的”
阶段。

这一时期 的 情 况，我 与 学 界 诸 多 同 仁 都 是

“过来人”。我们在前 人 已 有 成 就 的 基 础 上 再 出

发，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据本人不完全 统 计，从

１９８３年郭圣铭先生的《西方史学史概要》出版到

２０１１年我主编的《西方史学通史》问世，其间２８
年，中国大陆地区共出版通史类的西方史学史作

品（兼及若干断代史、不包括该领域内的专题性

著作）约有２５种，且有不断增长的势头，由此可

以折射出其时对西方史学史学科自觉性的认识、
学术研究水平的提高、人才培养与队伍建设的发

展、西方史学译介的繁茂等等，充分显示了中国

西方史学史学科发展的新气象，在中国的西方史

学史之史上留下了自己的足印。这足印又为后

人的再出 发，找 到 了 新 起 点，薪 尽 火 传，代 代 相

继，推动着学术事业的不断前进。
为篇幅所限，我们 的 回 顾，不 得 不 打 住。中

国西方史学史这九十多年的学科发展史，从不自

觉到自觉的发展历程，有许多问题，值得我们回

顾与反省，就我个人视野所及，特罗列以下几点，
供大家讨论时参考。

李大钊在２０世纪２０年代的 史 学 实 践 与 西

方史学史学科萌发的传承关系；
三四十年代国人为创建西方史学史 学 科 的

成果及其学术意义；

５０年 代 苏 联 史 学 与 理 论 模 式 的 输 入，对 于

西方史学史学科形成的消极意义与深层负面影

响；

６０年代的“史学史热”与西方史学史学科的

建立；
耿淡如师、齐思和、吴于廑、张芝联、郭圣铭、

谭英华等老一辈历史学家为西方史学史学科建

立的卓越贡献；

３０年 代 前 后 与８０年 代 以 来 两 次 西 方 史 学

引进的高潮及其经验与教训；
中国新时期西方史学史学科体系的 完 形 与

人才培养（主要是博士研究生）的进展；
从《西方史学史概要》到《西方史学通史》的

学术文脉与历史轨迹；
……
以上诸点，难免挂 一 漏 万。我 旨 在 说 明，前

人已走过的路途之坎坷与艰辛，在先行者停步的

地方，即使再朝前迈一步，都要付出辛勤的劳动；
前人已有的成果，在很大程度上，疏通与支撑起

这门 学 科 的 文 脉 与 构 架，并 成 了 后 人 新 的 出 发

点；没有传承，何来创新，我们合力推出的六卷本

《通史》，也是耿淡如师等先贤遗愿的实现，更是

一种学术赓续与传承。

西方史学　中国眼光

“西方史学，中国眼光”这八个字，是 受 中 央

电视台四台“中 国 新 闻”节 目 的 结 束 语“全 球 新

闻，中国播报”的启示。很显然，这“全球新闻、中
国播报”片 尾 的 点 睛 之 语，向 世 人 昭 示“中 国 新

闻”节目的主体性，兼容天下的世界性。我想这

一旨趣，正是中国学人汲纳西方史学、发展中国

史学时应有的立足点，也是中国西方史学史未来

发展的期盼和孜孜以求的目标。
中国学者研究西方史学，具 有 相 当 的 难 度，

比如语言上的困难，这是不容言说的。但也有自

己的优 势。倘 问 什 么 优 势？ 那 就 是“不 在 此 山

中”，对要观察的“山水”（西方），远远望去，看得

比较真切，比较客观；这就像当今海外中国学家

们，也因为不在此山（中国）中，当他们用“异域的

眼睛”观察中国时，总给人以意外的“发现”，往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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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激起有力的回响。人们或许一想起当初美国

学者弗兰克的《白银资本》或彭慕兰的《大分流》
在中国的风行，就可信从了。中国学者研究西方

史学，不也同样是这个道理吗？

然而，现实并不如此，从目前的情况来评估，
还远远达不到这样的境界。《通史》出版后，学界

称自此中国学者在西方史学史这一学科中已开

始逐步按照自己的理念与方法阐述对西方史学

的认识，终于有了自己的话语权，这当然是学界

对我们工作的一种鼓励与褒奖。
我们的确为此而努力，在写作《通史》时，试

图以中国学者自己的眼光，带着较为鲜明的问题

意识，梳理与认识西方史学。我们的尝 试，或 彰

或隐，或直 接 或 间 接，或 自 觉 或 不 自 觉，显 现 在

《通史》的字里行间中，比如：
我们力图用西方史学史上的“五次转折说”，

阐述自“荷马时代”至现当代的西方史学，从历时

性与共时性（即“纵通”与“横通”）相结合上，构画

西方史学的新陈代谢；
我们力图从西方史学各个历史阶段 的 时 代

状况与文化背景着手，笔触深入到具体历史情境

中，理解与探索古代史学、中世纪史学、近代史学

和现当代史学；
我们力图从西方原典与文献出发，以写作者

的独特视角，消化与解读，求真与探索，编织中国

学者的“理论体系”，疏离西方中心论，以重新绘

制国际史学地图。
概言之，我们试图以中国学 者 的 眼 光，恪 守

自己的主体性，又不失全球视野，用现代汉语写

作一部通史，一部体现中国学者特色的作品。我

想，这部通史，既不同于其他东方学者的，也不同

于西方学者的。
以上所举，只不过从几个侧 面，说 明 我 们 在

被视为西方人“世袭领地”的西方史学史中，让世

人听到了中国学者的声音。前述学界的评论，我
们更多地把它看成是今后继续努力的目标，前进

的方向。
“西方史学，中国眼光”，还引发了我 更 多 的

联想与思考。
比如对待西方史学应有的 态 度。历 史 经 验

告诉我们，对待西方史学，或一概排斥，或盲目信

从；或夜郎自大式的傲慢，或见洋就拜的妄自菲

薄，都为我们所不取。诚然，“西方史学”那是人

家的“玩意儿”，要说研究，从总体上而言，他们总

是走在前面，许多论见也具有前沿性和示范性。
但我们不必在洋人后面亦步亦趋，把洋说当作新

的教条，束缚住自己的手脚。在这里，既 应 保 持

应有 的 民 族 自 尊 心，又 不 能 让 它 遮 蔽 自 己 的 眼

睛，失却一种“五湖四海，容纳百家”的宽广胸怀。
我们吃过忽左忽右的亏，现在应该有能力去应对

扑面而来的西方史学了。
“西方史学，中国眼光”又启示我们，中 西 史

学比较的重要。在世界史学史上，中西史学皆久

远绵长，拥有丰厚的史学遗产，恐怕还没有其他

国家或地区的史学可与之媲美。因此，中西史学

互通与比较，确有必要，这正如海外名家杜维运

先生所说，中西史学，互相比较，能发现史学的真

理，能丰富史学的内容；或相同，或相异，都是人

类智慧的共同创获，史学上颠扑不破的真理（参

见杜维运：《变动世界中的史学》，北京大学出版

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５１～５２页）。中 西 史 学 的 比 较

研究，进言之，中西史学交流史，在我看来，它突

破了传统史学史只关注史学自身发展的单一格

局，对于西方史学史学科内涵的深化与学科体系

结构的改变具有重大意义。可以预期的是，它将

成为未来西方史学史学科发展的一个新的增长点。
“西方史学，中国眼光”，还使我想到了“越是

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这句至理名言。在当今

世界日益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历史学家唯有弘

扬和体现“中国眼光”的学术个性，才能在国际史

坛上占有一席之地。我们当然可以借鉴使用西

方的“概念”与“术语”，也不排斥运用他们的“范

型”或“定律”，但在“中国眼光”下的我国学者的

西方史学研究，依然会让外人感受到浓浓的“中

国韵味”，而显示出自己的个性特点。这就好比

当今闻名遐迩的法国年鉴学派，其说其论，对包

括中 国 在 内 的 国 际 史 学，产 生 了 多 么 重 大 的 影

响，但它却是深深地扎根于法兰西民族的文化土

壤中，在领航国际史学的新潮中，无不彰显出“法
国元素”。可见，“西方史学，中国眼光”，应该是

我们的正确选择，也应该成为推动西方史学史学

科未来发展的新目标，更应当成为中国史学走向

世界的一种上佳方略。

在与世界史学互动中前行

我们的目标是走向世界。在 这 篇 笔 谈 的 最

后，我还想说的是：中国史学之走向世界，应在与

世界史学互动中前行。本文谈到的中国西方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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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史学科的再出发，也是这样。
时代剧变，中国与世界，中国 学 术 与 世 界 学

术的交流，已是空前活跃。不管是“走出去”，还

是“请进来”，都有助于我们开拓眼界、增长见识，
促进我们史学研究的深化。同时，这也是中国西

方史学史学科再出发的双重路径。总之，“走出

去”也好，“请进来”也罢，在我看来，都应聚焦在

中外（西）史学之间的交流上，惟其如此，才能使

中国史学在与世界史学互动中前行。对此，我说

几点：
第一，平等对话，这是中外（西）史学 交 流 的

基本理念。当今世界，人们越来越感受到全球化

的浪潮裹挟而来，不仅是经济的，也体现在文化

上。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跨文化之间平等对话

不仅必要，而且成为可能。中国历史学家正在作

出不 懈 的 努 力，为 这 种 平 等 对 话 的 形 成 寻 求 良

机，创造条件。这只要稍稍了解一下每五年召开

一次的素有历史学“奥林匹克”之称的国际历史

科学大会就可见一斑了。在那里，中国历史学家

们在一届又一届的大会上，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当讨论中国历史专题或中国与世界关系论题时，
中 国 学 者 更 是 显 示 了 主 见，拥 有 自 己 的“话 语

权”。另一方面，域外历史学家也为构建自己的

理论体系，向中国寻找资源，或以“中国经验”为

参照系，重新理解、认识与深化自身的问题，以求

“创新”。这种情况说明，当今不同文化之间的平

等对话，逐渐填平不同文化之间的沟壑，是时代

发展的趋势，也是学术发展的需要。
第二，建立机制，这是中外（西）史学 交 流 的

组织保证。任何一件事情的成功，都需要某种机

制的保证。“走出去”与“请进来”人员之间的流

动，上述相互平等对话的开启，都需要 这 样。从

目前看来，搭建一些高水平的学术平台，正其时

也。借助这样的平台，面向五湖四海，广 招 天 下

之英才，把国际学界的前沿成果“请进来”，把各

民族优秀文化成果“请进来”；借助这样的平台，
让中国学者发出自己的声音，发表自己的精品力

作，力显中国学者的真知灼见；借助这样的平台，
中外（西）学界进行平等的对话，进行广泛的交流

互动，以促进中国史学的国际化，提升中国史学

的国际影响力。这里举一个最新的例子：最近出

版的瞿林东先生主编的三卷本《中国古代历史理

论》，正如李振宏、李红岩两位学者所评论的，该

书第一次对中国古代历史理论作了系统而又深

入的揭示与梳理，建立了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范

畴体系，以有力的历史证据回答了西方学界那种

认为中国古代没有历史理论、也“没有能力给思

想创造一个范畴的王国”的谬说（参见《中国古代

历史理论源远流长丰富厚重》，载《中华读书报》

２０１２年３月２８日）。在我看来，此书与新见，都

应借助某种平台，向国际史学界推介，并以自己

的“本土话语”来影响国际史学。
第三，文本互译，这是中外（西）史学 交 流 的

学术基础。先说西书中译，不容说，在这 一 方 面

我们已取得了丰硕的成绩，比如商务版汉译世界

学术 名 著 的 不 断 推 出，以 及 多 家 出 版 社 出 版 的

“文库”、“译 丛”等 等，林 林 总 总，着 实 不 少。对

此，我们当然还有不少工作要做，在此 不 赘。我

这里要说的是中书西译。在这一方面的工作，就
目前的情况看来，确实很令人失望。比 如，对 中

国古 典 史 学 著 作，西 方 人 所 能 看 到 的 大 概 就 是

《史记》、《汉书》等少数几本的节译，如果“二十五

史”全译成西文，那该多好；对近代以来的中国史

学名著，比如王国维、梁启超等名家名著，恐怕迻

译成西文的就很少了；至于当代的学术精品，比

如上面提到的《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等，已译成西

文的，那可真是凤毛麟角了。我以为，《中国古代

历史理论》等能体现中国史学特色的精品力作，
当译成西文，以便让域外学者能及时知晓中国学

者的最新史学成果。上述情况的出现，造成了中

外（西）史学文本互译的严重失衡，这在相当大的

程度上也影响了中外史学的交流，影响了中外历

史学家的互动与进行良好的平等对话。在这里，
必须指出的一点是，在信息化与电子化时代，虽

然获取资料的途径很多，但我认为，纸质文本的

互译，依然不可或缺。从最新的伦敦书展传来的

信息，目前西方各大出版社还是以纸质图书为安

身立命之本，所谓“拥抱数字化时代”在当今仍是

一个时髦的口号。因而，纸质图书的互 译，十 分

重要。不是吗？通过互译，人类可望建立一座通

向“大同世界”的“巴别塔”（通天之塔），中国史学

亦可借助于译书，寻求新的出发点，在与世界史

学的互动中不断前行。
展望未来，中国西方史学史学科发展前景璀

璨。我们的再出发，从九十多年的历史发展进程

中走来，从前人铺就的道路上走来，胸怀宏大志

向，旨在开 拓 创 新，我 们 别 无 选 择，不 能 止 步 不

前，从新的出发点启程，一步一个足印。

·８·



再过１０年，中国的西方史学 史 发 展 将 整 整

走完百年行程。可以期盼的是，中国的西方史学

史学者，将会在这１０年中，不负众望，努力耕耘，
锲而不舍，以出色的丰收果实迎来第二个１００年

的开启。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２—０６—１０
作者张广智，复旦大学教授。上海，２００４３３。

新时代如何编撰史学史

———多重视野下的外国史学史编撰

陈　恒

　　什么是历史？什么是历史学？这两 个 问 题

是相伴而生的。简单说，历史就是我们人类过去

的经历。人们对人类自身的过往经历天然有一

种探究的欲望。“历史学之产生，是因为人类想

认识自己，因为人类始终在关注生存的意义”，这
就是人类历史能够存在的共同的基础。而对于

人 类 过 往 经 验 的 这 种 知 识 的 探 求 就 是 历 史 学。

所以，一般所谓的历史，实际上指的就是我们经

过历史学的研究而获得的历史知识。
就理想而言，人类一切的过往经历都可以成

为历史学探究的对象；而就现实来说，以往的人

类经历不可复现，我们所能研究的仅仅是遗存到

现在的那些经历；再进一步来说，在一切人类经

验遗存之中，引起研究者的兴趣的那一部分遗存

才是真正的历史学研究对象。在引起研究者的

兴趣、成为研究对象之前，这些遗存严格说来还

不是“历史”，而是跟其他自然物一样，属于自然

界的一部分。历史知识的增长，一方面表现在我

们对历史事实的认识不断深入，去伪存真；另一

方面也表现在不断有新的对象引起我们的兴趣，
我们对过往经历的知识越来越丰富。历史学也

就不断发展起来了。
外国史学史（本文所提及的外国史学史概念

大体上属于西方史学史）是研究域外史学发展规

律与特征的一门基础学科，它从历史学演进的角

度研究历史编纂学、历史方法论、历史思想、历史

哲学等内容，通过追溯各种历史学研究和著述形

式的渊源、流派和成果及其在历史学发展中产生

的影响，对各个时代的历史学家及其成就做适当

评价。因此，通俗来说史学史就是有关历史学家

的故事、历史学家文本的故事。

史学学术史　这里所谓的史学学术史，一方

面指的是史学史，另一方面指的是史学史之史，
即史学史研究史。一是史学史自身的发展，一是

史学史的研究史。
历史本身成为科学，时间较 晚，而 史 学 史 的

出现，则为时更晚。在欧洲，直到１９世纪中期才

开始重视史学史的研究。其先驱为德国史学家

兰克（Ｌｅｏｐｏｌｄ　ｖｏｎ　Ｒａｎｋｅ，１７９５～１８８６），至２０
世纪初期才陆续出版了一些传统意义上的史学

史专著。传统的史学史在本质上是叙述式的，如
富特（Ｅｄｕａｒｄ　Ｆｕｅｔｅｒ，１８７６～１９２８）的《新历史编

撰史》（１９１１）、《近 代 历 史 编 撰 史》（１９１４），古 奇

（Ｇ．Ｐ．Ｇｏｏｃｈ，１８７３～１９６８）的《１９世纪历史与历

史学家》（１９１３），勺 特 威 尔（Ｊ．Ｔ．Ｓｈｏｔｗｅｌｌ，１８７４

～１９６５）的《史学史导论》（１９２２），巴恩斯（Ｈ．Ｅ．
Ｂａｒｎｅｓ，１８８９～１９６８）的《历史著作史》（１９３７），汤

普森（Ｊ．Ｗ．Ｔｈｏｍｐｓｏｎ，１８６９～１９４１）的《历史 著

作史》（１９４３），巴特菲尔德（Ｈｅｒｂｅｒｔ　Ｂｕｔｔｅｒｆｉｅｌｄ）
的《论人类的过去》（１９５５），以及最近比较流行的

布雷萨赫（Ｅ．Ｂｒｅｉｓａｃｈ）的《历史编撰：古代、中世

纪和近代》（２００７）等。尽管这些著作也包含批评

性的注释，尤其是富特、巴恩斯两人的著作，但实

际上讨论的都是历史学家个人及其著作。这在

很大程度上已不能满足当今史学研究的需要。

因此，需 要 另 外 一 种 史 学 史———史 学 思 想

史，也就是以一种更富有批判性和更具有分析能

力的眼光重新审视历史编撰的史学史。这以努

力寻求１９世纪欧洲历史编撰中的“一种深层结

构内容”（《元 史 学》，第ＩＸ页）的 海 登·怀 特 为

代表。怀特的《元史学》于１９７３年出版 以 后，就

在学术界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发表了大量的研究

文章和评论，波及至今。怀特认为历史编撰是诗

化性质的，以此为出发点，他否认历史学的科学

·９·


